
核心阅读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全面贯

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严把德才标准，坚持公正

用人，拓宽用人视野，激励干部积极性，努力造就

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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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

四大文明之一，也是唯一没有中断

的、5000年来一脉相承、一直延续到

今天。在这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下来

的各种历史财富，其丰富和完备的程

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这

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重视、研

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

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

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

官吏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

因社会分工、阶级分化和国家的形成

而产生的国家管理者阶层。人类历史

上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传

承不同，官吏制度也各有不同。我国

历史上的官吏制度，大体可以分为贵

族等级分封制下的奴隶社会官吏制度

（先秦时期）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下的

封建社会官吏制度 （秦汉至明清） 两

大阶段。一般来说，官吏制度包括官

吏选拔、考核、监督监察等具体的体

制、机制和措施。吏治关系到政治得

失、民心向背、王朝兴衰。我国历史

上的吏治既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实践

经验，也留下不少失败的教训，值得

我们认真总结。

重视人才在治国理
政中的重要作用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才造

士，为国之本”。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

政治家、思想家，对人才重要性都有

着深刻的认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就有诸多论述，例如，《尚书》 就说：

“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左传》 说：

“官人，国之急也。”《墨子》 说：“尚

贤，政之本也。”之后的历朝历代都不

乏深刻认识，例如，历史名相诸葛亮

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旧唐

书》说：“设官分职，选贤任能，得其

人则有益于国家，非其才则贻患于黎

庶，此又不可不知也。”国之兴，在于

得人；国之亡，在于失人。历代治乱

兴衰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选贤任能

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重视选贤任能

“为政之道，任人为先”。中国历

史上在选人用人方面留下了很多可取

的思想和经验，例如，在人才选拔

上，有知人善任、选贤任能，才兼文

武、德才兼备，敬贤敬能、礼贤下

士，访求俊彦、唯贤是举，人尽其

才、才尽其用，避其所短、用其所

长，勤于教养、百年树人，等等。

又如，在人才成长上，有韩非子

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

伍”，强调优秀的治国理政人才，必

须经过艰苦条件的磨炼，必须具有起

于社会基层的实际经验。今天，我们

强调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要树立重视

基层的导向，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

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注重选拔长

期在条件艰苦、情况复杂、工作困

难地方努力工作的优秀干部，这既

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有历史经验

的借鉴。

再如，在人才的使用上，我国历

史上经过科举制等途径，探索出了把

人才的培养与任用分为两类 ：通才与

专才。在治国理政中，通才任用于政

务工作方面，专才则任用于事务工作

方面。人才的培养任用应该分为政

务、事务两大类，并且应有不同的标

准、要求和职责，培养、选拔的途径

和任用、考核的办法也应不同。历史

经验告诉我们，选贤任能关系到王朝

的兴衰。汉武帝不建立察举制，汉代政

治社会不可能稳定延续近四百年。没有

九品中正制，旁落到豪强手中的政治权

力收不回来，中央集权就得不到加强。

没有科举制，隋唐以后的中国政治的社

会基础就不会稳定。因此，选贤任能关

系到王朝的稳定与兴衰。

重视对官吏的考核
和管理

吏治，核心就是“治吏”，意味着

对官员的监督和管理。考核始终是历

代管理官吏队伍的基本手段，是官吏

队伍有效运行的保障。明代著名改革

家张居正说：“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

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

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

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

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

禹皋为佐，恐亦难以底绩而有成也。”

这说出了考核对于吏治的极端重要

性。我国历史上关于考核的思想起源

很早。《尚书》中有“三载考绩，三考

黜陟幽明”的记载。《周礼》一书中有

丰富的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考核结

果处置的设计，其中以“六廉”（廉

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

辨） 考核群吏的思想，影响至为深

远。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官僚制替代

世官制，考核制度逐渐形成并延续不

断，成为奖惩官吏、改善吏治的重要

措施。秦汉的考核方法是上计制，魏

晋大体延续。隋唐进一步完善严密，

创立了“四善二十七最”考核体系。

宋代大体延续唐代，考核标准为“四

善三最”或“四最”等。明代以考

满、考察 （大计） 两种方法考核各类

官吏，清代基本延续。严密的考核制

度，是我国历史上整肃吏治的重要措

施。历代考核制度渐趋严密，在发

现、提拔德才兼备之人，激励官吏忠

于 职 守 、 勤 勉 为 政 上 起 到 了 重 要

作用。

同时，注重对官员的监督，自秦

汉至明清，监察一直是维护中央集

权、整顿吏治、保障政治运行的必要

方式。历朝历代把监察作为防止国家

机构、公职人员权力滥用、失职渎职

与腐败的重要手段。监察是国家意志

的体现，监察内容则根据特定时期吏

治形势不同而有所变化。为保证监察

满足政治需要，同时对监察官员自身

行为形成制约，历代都制定了较为系

统完善的监察法规。历代注重监察与

官吏日常教育、监督并重。我国历史

上监察制度的优点是监察机构、法规

比较健全完善，从而发挥了监察对行

政权力的制衡，以及监察在惩恶扬善

上的积极作用。纵观我国历史上国家

强大、政治清明、社会繁荣、民心稳

定的治世，都与严格治吏分不开。自

古没有吏乱而国治的道理。

历史传统与现实使
命一脉相承

吏治作为一种政治管理，具有时

代性、阶级性、历史性。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

的标准，都有代表谁的利益、为谁选

人、选什么样的人、为谁服务的问

题。奴隶制下的用人与奴隶制时代的

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封建

制下的用人与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政

治相关，所谓“贤能”，是在这个大前

提下的“贤能”，是与当时占统治地位

的社会阶级对人才需要的标准不同。

我国历史上荐举制、察举制、科举制

等用人的演变，都是与社会制度相应

地、与同一制度内统治阶层的历史阶

段不同而调整变化的结果。因此，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国

古代吏治思想和做法既积累了丰富的

治吏经验，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和阶级

局限，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这是我

们必须注意的。对历史的经验，我们

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

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

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

历史上的吏治与我们今天坚持党

的组织路线、重视人才、选贤任能、

管理干部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党是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有着最先进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代表着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益，始终站在时代的前

列，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这样的

党与历史上任何王朝或政治集团，无

论从事的事业、肩负的使命，还是胸

襟、抱负都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的

启示是一脉相承的：伟大的事业需要

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今天，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

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无限光明

的前景。进行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

九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

党，关键在人。因此，我们必须全面

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严把德才

标准，坚持公正用人，拓宽用人视

野，激励干部的积极性，努力造就一支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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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漫谈

考古学是关于过去的学问。这是

长久以来考古人深以为是的一种认

识，《考古学大百科全书》 也将考古

学定义为：考古学是通过古代物质遗

存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学科。考古学

不仅仅是关于过去某个时代、某个时

代侧面的学问，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

人类过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遗存，考

古学应该能够看到人类几百年乃至于

数百万年来一路走过的印痕，更能发

现蕴藏在脚印中的智慧密码，就像罗

伯特·凯利所说的那样，这些密码或

隐或现，呈现出规律性的排列与组

合。因此，考古学应该也是关于古代

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

考古学更是一门关于未来社会发

展的学科。考古学可以通过一把手铲

和考古人的智慧，以及我们对历史与

当下、未来的认知，将人类的历史，

特别是近千年以来人类文明产生、发

展及演变的历程，更加清晰地展示出

来。不仅如此，考古学更是一门从遥

远过去走向无限未来的学科，在构建

未来社会中的思维方式、行为处事方

式、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提供不可替

代的智慧。

考古学学术目标应该是思考人类

文化发展演变规律的。诚如苏秉琦先

生所认为的，中国考古学首要的任务

是说清楚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形成过

程，而要达到这一学术目标，就需要

首先构建关于文明构成要素的认知

框架。

自考古学家柴尔德上世纪初提出

文明起源的物质要素标准以来，这个

标准基本上获得了全球文明研究者的

普遍认同，即判断一个文化体是否进

入文明状态有三大标志——文字、金

属和城市。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不同

区域的文明体或还有些补充和调整，

但基本上都是按照物质文化要素的研

究思路在开展各类研究。

考古实践表明，文明研究的难度

超出我们的想象，不论是内涵的丰富

性、形态的多样性，还是发展阶段的

差异性。可以这么说，世界上没有任

何文明是完全一致的，也不可能是一

蹴而成的。那么，我们按照物质文化

因素来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准到底是否

合理呢？至少从中国考古学的实践经

验来看，路径和研究思路应该还有进

一步丰富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又回

归到问题的出发点，就是文明到底是

什么？既然国家是文明的集大成，那

国 家 是 什 么 ， 它 的 标 志 又 是 什 么

呢？

文明是一头大象，百十年来的学

术实践，使得我们已经从不同学科、

不同侧面、不同深度，或多或少摸到

了文明的某些部分。但是，文明这头

大象整体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新时

代，当我们站在前贤们肩膀上的时

候，到了需要从理论上对文明这头

“大象”进行界定和描述的时候了。

文明是由社会治理观、宇宙观、

核心文化价值观等三观构成的。国家

产生必备的条件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

强制性的社会治理体系，还要有一套

为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合理性与合法

性、关于天地人相互关系的宇宙观的

知识体系，并且，还要形成人和人之

间如何相处的共识的核心文化价值

观；宇宙观是一个文明体下人们思维

方式的来源，核心文化价值观是这个

文明体下人们行为处事方式的依据。

这个体系笔者称之为三观理念下的文

明，换句话说，文明和文明之间的根

本区别，也许并不是物质表象的不

同，而是思维方式和行为处事方式的

区别，物质要素也许并不是讨论文明

进程的充分必要条件。考古学所能看

到的物质文化，就是这三观共同作用

下的产物。让文物活起来的是蕴藏在

物质文化里边的这三种观念，尤其是

核心文化价值观。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记得起历

史沧桑，看得见岁月留痕，留得住文

化根脉”。

从一个时间点、一个地区、一个

国家、一个区域去看当今的变化，当

然可以看出些许端倪。但如果我们以

数千年时间为单位去观察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的话，会怎么样呢？在数千年

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三

个时代是特殊的，即文明起源前后、

战国到秦代、鸦片战争到今天，后两

者经历的时间为 200年左右。这三个

时代都具有风云骤变、波诡云谲的特

征，都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感

觉，历史上思想交锋最剧烈的就是这

三个时代。这三个时代又都是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时期，文明起源后造

就了大约 2500 年的王国文明，秦统

一后造就了约 2000 年的帝国文明，

而当下，中国文明正在经历第三次

质变。

经历了数千年王国与帝国文明的

演变，我们形成了以汉字为书写和交

流的语言、以中心四方和阴阳五行为

宇宙观、以礼和规矩为核心文化价值

观的完整体系。概括地说，既往的中

国文明蕴含于这五个词：中、对立、

变通、礼、规矩。

我们正经历着从考古实践到考古

学的发展变化，在此之前，考古重建

了近代以来的民族自信心；今后，考

古学一定能将遥远的过去和无限的未

来血肉相连，为构建新时代的思维方

式和行为处事方式提供智慧。

“夫宪官之职，大则佐三公统理

之业，以宣导风化；小则正百官纪

纲之事，以纠察是非。”监察制度是

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监

察官是监察制度运行的主体。如何

选任优秀的监察官到监察队伍中，

加强对监察官的监督，使其更好地

履职尽责，是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

视的事。汉魏以后，对监察官的选

任“必举贤才，乃有负謇谔之称，

彰才识之誉”。唐代是监察制度长足

发展的阶段，形成了所属台、殿、

察 三 院 分 工 明 确 的 独 立 监 察 机 构

——御史台，同时十分重视监察官

的选拔任用和监督。《通典·职官

六》 中写道：“大唐立国以法理天

下，尤重宪官 （即监察官），故御史

复为雄要。”《资治通鉴》《册府元

龟》 等文献中记录了唐代的一些监

察制度和事例，笔者梳理了一下，

唐代要求优秀的监察官应具备一些

特殊的品质，当然，有的监察官具

备了这些品质，成为后世楷模，有

的人没有做到这些要求，足以引为

警戒。

忠于职守的精神

“治国先治吏”，监察制度是维

护“吏治”、保障官僚队伍稳定有效

的重要制度，因此对监察官选任历

来要求绝对忠诚、大公无私。唐代

东都留台 （洛阳的御史台） 御史中

丞 卢 弈 ， 在 安 禄 山 大 军 进 攻 东 都

时，其他官员皆已逃跑，他一人独

居御史台，与留守李憕誓死抵抗，

最后被敌所获，与李憕一同遇害。

僖宗时，沙陀军队逼近长安，宦官

田令孜挟僖宗来到凤翔，僖宗授太

子少傅孔纬为御史大夫，命其率百

官赶来。但一些官员因路途艰辛，

且田令孜在帝身边，以生病或朝服

等丢失为由拒绝前往。孔纬召集三

院御史，声泪俱下地说：“我们身受

国恩，担任监察官，皇上近在咫尺

且多次下诏，我们却不接受命令，

这非臣子之义，平民中的故交遇到

危急尚相救恤，何况对待君主？为

官当献身朝廷，怎能背信弃义！”

对于擅离职守、欺君罔上的监

察官，唐代历任皇帝都是不予容忍

的。武则天时，监察御史孙承景出

任清边军监军，战后虚报战功，称

每次打仗必身先士卒，奋勇杀敌，

并画了战图上报。武则天听后赞扬

道：“御史乃能尽诚如此！”并提拔

其为右肃政台中丞，让侍御史张仁

愿 为 其 部 下 记 功 。 张 仁 愿 十 分 谨

慎，询问孙承景对阵胜负之状，但

孙“身实不行，问之皆不能对”。张

查明实情之后，以罔上之罪弹劾孙

承景，武则天将孙承景贬为崇仁县

令，并任命张仁愿为肃政台中丞，

检校幽州都督。

刚正不阿的勇气

“夫纠察之官，是持邦宪，耳目

之任，以司君听。”监察官掌纠劾百

官之职，想要胜任本职，“必当罄其

謇谔”，不阿附权贵，敢于直言进

谏。一些官员因忠謇正直被任命为

监察官，如唐高祖时，万年县法曹

孙伏伽“诚直，指陈得失，无所回

避”，被提拔为侍御史。苏州刺史李

栖筠觐见唐代宗，“敷奏祥明，不事

权贵”，代宗赞扬他“忠谠”，并让

其留下出任御史大夫。一些监察官

敢于抨弹，受到皇帝赞赏，同时为

官员所忌惮，如唐朝宰相张行成担

任侍御史时，“纠劾不避权戚”，皇

帝认为他很有能力，对当时的宰相

房玄龄说：“观古今用人，皆因媒

介，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

也。”唐代御史中丞魏谟弹劾当时的

驸马都尉杜中立犯贪赃罪，“贵戚惮

之”。也有一些官员因过于耿直而遭

人所忌，如颜真卿担任御史大夫时

“军国之事，知无不言，为宰相所

忌，出为同州刺史”。

而胆小怕事者，则不宜担任监

察官。如文宗时，宰相李固推荐韦

温担任给事中，文宗认为给事中掌

封驳大权，韦温素来“避事”，只适

合做太子宾客之类的官。

明于礼法的能力

一方面，监察官的监督对象涉

及国家各个领域的官员，没有渊博

的学识，不熟知并善于运用法律，

就无法胜任。如唐高宗认为杜求仁

“有雅才”，就任命他为监察御史；

武则天认为张仁愿“有文武才”，即

提拔他为殿中侍御史。另一方面，

由于监察工作涉及面广，如果不能

通晓监察业务、了解为政之要、善

于 体 察 下 情 ， 就 无 法 做 好 监 察 工

作 ， 因 此 唐 代 重 视 监 察 官 的 “ 学

历”和“经历”，监察官多自进士出

身，明确监察官应当有基层任职经

验 。 如 唐 元 宗 规 定 “ 凡 官 不 历 州

县，不拟台省”，唐肃宗重申“御史

须曾任州县理人官者，方得荐用”。

对 才 识 能 力 不 足 胜 任 监 察 官

者，将及时对其进行“组织调整”。

如高元裕在担任御史中丞之后，对

监察御史杜宣猷、崔郢，侍御史魏

中庸、高弘简等无才不称职的监察

官“请出之”，将这些人贬至府县

任职。

严于百官的纪律

监察官代表国家行使监督纠察

百 官 的 职 责 ， 理 应 成 为 百 官 的 表

率。唐太宗时有个侍御史叫唐临，

“在官简肃，甚为当时所称”。对御

史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唐玄宗下令

予以禁止。当时，唐玄宗听闻御史

巡视地方时，“州县祗迎，相望道

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就发出

《戒州县祗候御史诏》，指出“御史

出使，举正不法，身苟不正，焉能

正人”。要求御史出巡不得作威作

福，地方亦不得夹道迎送，大摆宴

席 ， 否 则 对 地 方 官 治 罪 ， 并 贬 降

御史。

《唐律疏议》 明确对监察官贪赃

枉法、索贿受贿的惩罚要严于一般

官员，“诸官人因使，于使所受送遗

及 乞 取 者 ， 与 监 临 同 ； 经 过 处 取

者，减一等。纠弹之官不减”。监察

官诬告，也将“反坐”，“诸诬告人

者，各反坐。即纠弹之官，挟私弹

事不实者，亦如之”。

□
杨
俊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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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构成要素不只是物质

历史是吏治经验的一座丰富宝库

唐僖宗时御史大夫孔纬像

□ 段清波


